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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皖江流域的徽商 

张绪 

【摘 要】清代的皖江流域是安徽境内极具经济活力的一个地区，其商业的发展离不开徽商等客籍商人的推动。

作为当时的一支商业劲旅，徽商遍布于皖江流域的重要市镇，从事盐、典、粮食、牙行、棉花、布匹等生意，经营

领域甚为广泛，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徽商在追逐商业利润的同时，还在皖江流域广施善举，诸如

修桥铺路、扶危济困、赈济灾民、主持正义等，用自己的行动践行儒家的“仁”“义”思想，推动了地方公益与慈

善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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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流域
[1]
地处安徽沿江地带，在清代是安徽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

[2]
，也是文化昌盛的地区。从水系看，皖江流域基本上是

一种以长江为主干，两岸众多湖泊、河流向中心汇聚的“枝干状”水道格局，皖河、裕溪河、菜子湖水系等由江北向长江汇聚，

黄湓河、秋浦河、九华河、青弋江、水阳江等由江南向长江汇聚。这些河流与长江相连，依赖于水道这一天然纽带，在物资贸

易的强化下，各地区之间具有一种经济上的自然联系，又进而融于更为宏阔的长江流域经济区。降至近代，这种经济联系又随

着芜湖米市的崛起和芜湖的开埠，更趋紧密，区域性经济特征更加凸显，正如前人指出的:“芜湖扼中江之冲，南通宣歙，北达

安庐，估客往来，帆樯栉比，皖江巨镇，莫大乎此。光绪初，创建新关，外商纷至，轮舶云集，内外转输，沪汉之间此为巨擘。”
[3]
“皖中、皖南各县产品之输出，与外货之输入，莫不以芜埠为转运吐纳之总汇。”

[4]
在这一区域，不仅存在着芜湖这一区域中

心市场，还存在着其他具有不同经济功能的市场层级，它们在区域内部及与外部区域的商品交换中形成了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地

位并相互依赖的地区系统。从这一意义上说，皖江流域可谓当时安徽乃至全国一个较为重要的经济区域。 

皖江流域曾经聚集许多客籍商帮，作为商界劲旅的徽商也是其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商业力量，他们在促进当地商业发展与繁

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推动了地方公益与慈善事业的发展。而在现有徽商研究成果中，研究者多选择徽商人数较为集

中的“江南”作为讨论的空间范围，对于徽商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也仅仅将目光投注于汉口、芜湖、南京、上海等沿江一

些重要商业都市，进行点状式的分析，对于徽商在明清长江流域整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则缺乏总体考察。以安徽皖

江流域为例，该地区是明清长江流域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米谷输出贸易是其主要商业特色，而其商业的发展主要为包括

徽商在内的客籍商人所推动。但是，目前学界对于徽商在皖江流域活动的考察尚不充分，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是点状式的局部研

究，讨论的地区仅限于芜湖、巢湖等地
[5]
，缺乏对徽商在安徽沿江地区经营活动的全面研究。而且，这些研究所用史料多为地方

志，对于徽州族谱、文书等史料的利用较少。有鉴于此，本文在努力爬梳多种史料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地方志、族谱、文书等

文献资料，对徽商在清代皖江流域的经济与社会活动进行研究，以揭示徽商在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具化对徽商与明

清长江流域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认识。 

一、徽商在皖江流域的商业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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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皖江流域在参与长江流域经济贸易的同时，当地的城镇经济非常活跃，农商业发展兴盛。因与徽州相去不远，此地

亦成为徽商开展经营活动的一个理想据点，在当地许多城乡市镇都留有他们的足迹。 

芜湖是清代安徽沿江的重要商埠，地理位置优越，“东借长江可达镇江、南京，西南溯江以上可达安庆、九江、汉口，西北

恃内河与淮南大平原之巢县、无为、庐州等处连接，南经鲁港与南陵、宁国相通，为全省水道中心”
[6]
。早在北宋时期，芜湖就

已经发展成为沿江重要的都会和手工业、商业兴盛的港口城市
[7]
。至明清时期，芜湖的商业发展更趋兴盛。明人黄礼说:“芜湖

附河距麓，舟车之多，货殖之富，殆与州郡埒。今城中外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采布帛鱼盐襁至而辐凑，市声若潮，至夕不

得休。”
[8]
清康熙年间，芜湖“市衢蕃殷，货财辐辏，肩摩毂击之盛，甲乎寰宇”

[9]
。乾嘉时期，“四方水陆商贾日经其地，阛阓

之内百货杂陈，繁华满目，市声若潮”
[10]
。这座充满商业活力的城市吸引和聚集了不少外地客商，“居厚实，操缓急，以权利成

富者，多旁郡县人。土著者仅小小兴贩，无西贾秦翟、北贾燕代之俗”，即使“同光以来，邑人以商业致富者颇不乏人，较之旧

俗，大有进步，然城镇乡各处，大率业砻坊者居多，此外各业，仍不若客籍之占优胜”
[11]
。显然，客籍商人群体在芜湖城市的

商业发展中占据着优势，而这种情况又造成当地人口结构的变化，外来商业性移民人口日渐增多，“五方杂居者十之七”
[12]
。 

在这些客商中间，徽商是一大商人群体，他们是参与芜湖商业市场竞争的一支劲旅，来此从事贸易的徽州商人不在少数。

如黟县岭下人汪文雅，原是一名邑庠生，因为家庭贫困，“后赴芜湖，为商号司笔札，谨慎自饬，善居积，以此致小康。后营商

业，获利益多”
[13]
。婺源理田人李上葆，“家故贫，弱冠，佣工芜湖，备尽辛劳，中年贷本经商，家道隆起。„„性慷慨赴义，

芜湖建会馆，倡输千余金，秉公任事，交游咸器重之”
[14]
。作为皖江流域中心市场的芜湖成为徽商从事商业活动、追逐商业利

润的一个理想之地。 

在皖江流域的其他府县，也有徽商的足迹。如在庐江县，“民悉土著，故为商贾少。厥产惟谷，厥货惟矾，皆外来之人兴贩，

凡食用之物，多山、陕、徽、宁之人开设铺号”
[15]
。在全椒县，“民安耕读，不习外事，客商多麇集于此，若闽、若苏徽等帮商，

业最巨”
[16]
。在天长县，有婺源查氏族人来此经营商业贸易，除查文濂外，本为塾师的查公集亦“弃儒就商，偕其兄荣商于天

长铜城镇”
[17]

。黟县环山余氏有不少族人曾在皖江流域的许多城镇从事商业活动，如光禄公，在咸丰兵燹以前，“初学贸于棕阳”;

世勋公，“习商怀宁石牌，勤谨经营，常为商人所奖许”;祥元公，“服贾大通(皖江)，勤谨经营，其筹划有如老成，最得资本家

信用”
[18]
。荻港镇为繁昌县境内一座商业重镇，余氏族人亦多选择在此经商。如光标公，“性诚朴，年十五，习商荻港。咸同匪

乱，店中伙友星散，公以食人之禄，义不忍避，力为店主护持货财，备历艰险，颇为商界所推重。乱平，店主人两分其店相酬

谢，不受。年六十，以老病辞归，店少主以巨金为公修养之费，又谢不受”
[19]
。余光标从十五岁到荻港经商，一直到六十岁才

归老故里，他寄身荻港镇的时间确实很久。族人朝旺公，“幼孤，事母孝。及长，作贾荻港，有能名。嗣见汽轮通驶，预测芜湖

商埠当兴盛，乃献议于资本家，往芜营业。是时，芜埠荒凉，远不及荻港。未几，果蒸蒸日上，商界咸服其卓识”
[20]
。身处时

代变迁大潮中的余朝旺没有故步自封，对于新式交通背景下芜湖和荻港镇的商业发展前景做了很好的预判，体现出敏锐的商业

战略眼光。黟县黄村人黄澜，“贾于安庆，有信行”
[21]
。该县紫阳里人朱照开，亦“商于安庆”

[22]
。休宁人汪琼生“年十一丧母，

父先义久出未归，遂肩贩四方，访寻其父”，后“至池之大通镇，与父遇，因赁居居其父，仍小贩以供菽水”，在大通镇经商长

达二十余载，至其父离世，仍“日市贩，夜守柩”三年
[23]
。歙县人汪良蛟，“服贾青阳”

[24]
。江长遂为光大家声，“与长兄季弟

共相筹划，业鹾宛陵(宣城古称)，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以此致赀累万”
[25]
。 

即使在交通不畅的山区，亦有徽州人在当地经商。宁国位于皖南多山之地，与徽州毗邻而处，当地不乏徽商身影，徽州的

周氏家族就有不少族人在宁国的一些重要商镇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如周创顺，“旅商宁邑河沥溪镇，历充本镇总董、筹议公所，

议民团总长，卓著能声”
[26]
。周顺定则“创业于宁国之港口镇，体恤人情，得同事心”

[27]
。周兴维亦“客贾宁国之港口镇”，“能

自谋商业，久，乃信用渐著，远近争与通往来，商业日益盛”
[28]
。在咸同兵燹后，绩溪鱼龙川周氏族人在周永顺的率领下，来

到宁国经营油业生意，“艰难缔造，备极辛勤”，颇有开创之功，“今其遗业基址巩固，获利丰厚，族之与股者咸享幸福，公与有

力也”
[29]
。绩溪坦川洪氏族人则在旌德、泾县等地开设商肆。如在咸同兵燹之后，洪会昌投身商海，获得成功，“所业骎骎日盛，

闻于一乡焉”。此后，又进一步向外拓展业务，“广设商肆，遍及旌城三溪、泾城、芜湖、扬州各埠，商业之盛，一时无比”
[30]
。

洪荣章，曾“服贾旌城”，后又“转商三溪”，经过几番打拼，“不数载间，习知商场情伪，操奇擅赢，遂为商界翘楚，以此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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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增，今更推及于泾、芜各埠矣”
[31]
。 

随着徽商经营活动的频繁，清代皖江流域出现不少由徽商创建的商业性会馆。如在怀宁县，“徽州会馆在大墨子巷，徽州人

公立”
[32]
。芜湖县的徽州会馆，“康熙间建，在西门内索面巷”

[33]
。在合肥、南陵等县亦有徽商所建会馆

[34]
。这些会馆的兴建，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商在此地区经商的活跃。 

由上可见，清代徽商在皖江流域的活动范围甚广，他们既聚集在沿江重要商业都会城市芜湖，也大量散布于其他城镇。可

以说，在清代皖江流域的市场发展过程中，他们有着颇高的显示度，是该区域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关于此点，我们还

可以从其经营行业中予以佐证。在清代皖江流域，一些关乎民生或代表当地主导产业的重要行业领域基本上都有徽商涉足其中。

明清时期，盐、典、茶、木是徽商重点经营的四大行业。皖江流域属于淮盐售销区，在这一地区从事盐业生意的则主要是徽州

商人。如在巢县，“商所货竹木、布帛、钉铁、油麻，皆外商所贩，巢民性惮远涉，无行货者，即为行货，亦土产、稻米、鱼、

薪而已，而盐策独徽商巨贾司焉，巢之市贾要皆取诸外商，以资贸易”
[35]
。可见，巢县的商业主要为外地客商所把持，在盐业

生意方面，徽商独擅其利，居于垄断地位。无为州亦“食卤于淮，濡之引皆徽商行掣分销，四民取给而已”
[36]
。在和州，徽人

江仲馨自二十一岁就“代扬商领销和州引盐”，“在岸辛勤四十余载”，并在当地购置店屋、庄田等产业
[37]
。 

粮食行业也是徽商在皖江流域十分看重的一个商业经营领域。在明清时期，皖江流域是参与长江流域米谷贸易市场的重要

一环，尤其在巢湖流域、沿江宣芜平原等地，稻米贸易极为兴盛。如无为，“县无异产，以地多平原，水道如网，夏日炎热，雨

量丰沛，故农业盛，而尤以为米为最。圩田之多，甲于全皖，即巢湖五属舒、庐、无、巢、合，亦无与拟者。„„所产二分之

一供民食，余皆输往芜湖销售，为全县生计之所赖，或以无为为皖省产米中心，由此观之，并非过誉”
[38]
。在米粮贸易的推动

下，皖江流域的市镇经济呈现出显著的专业化发展趋势，粮食贸易市镇众多。如位于舒城、庐江、合肥三县交界之地的三河镇，

汇舒、庐、六诸水，“河流宽阔，枝津回亘”
[39]
。地理位置的优越，加上当地及周边盛产米谷，使得该镇迅速发展成为安徽境内

一个重要的米粮集散市场，“米廪比栉，商贾至，负贩不竭”
[40]
。在产粮重镇无为州，其辖境内的襄安镇、黄洛河镇也是两个重

要的米谷集散市场，据称:“襄安镇为西河、永安水汇流处，且为陆路往桐、庐之渡口，昔汉襄县治也，在城西南四十里，为西

部米粮集中地”
[41]
。黄洛河镇，“在治北三十五里，当外河、濡须水汇流之冲，东往含山、北入巢境必经之地，米之出口多由是，

故成市集”
[42]

。这些市镇都因粮食贸易的发展而兴盛，它们成为编织和构建皖江流域粮食流通网络的一个个重要节点
[43]
。 

在清代皖江流域的粮食市场中，徽商的表现十分活跃。如黟县商人郑嘉莲，“字濂若，上轴人。„„尝于桐城金山墩卖米，

自江西运之”
[44]
。歙县商人吴无逸，“席先业，鹾于广陵，典于金陵，米布于运漕，致富百万”

[45]
。又如“采石有某大姓者，家

畜舟，募水手撑驾，以是取利。有徽商某于其家雇舟载米，往吴门粜之，价适腾贵，二三日即尽，获利且倍，趋还，再贩之京

口”
[46]
。绩溪人章传仁也是一位在粮食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商人，原先他的家庭十分贫困，“初执艺以养父母，嗣偕兄弟兴贩

稻粱于宛陵，亿每多中，不数十年，遂以起其家”
[47]

。 

此外，还有不少徽州商人在皖江流域从事典当行业。如在乾隆时期，裴宗锡抚皖时，为了疏浚怀宁县境内漳葭港河道，“假

藩库城工余款四万七千两，以二万两为浚河之费，以二万七千两分给安、徽、宁三郡典商，宽期十稔，起息以偿”
[48]
。在安、

徽、宁三郡典商的协助下，最终顺利了完成此项工程。除了政府大兴工程需要借助典商之力外，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与典

当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经济结构上，清代的皖江流域主要以粮食种植业为主，百姓主要从事农耕生产，米谷是市场流通

的大宗商品。农民日常经济生活的调剂以及粮食贸易的正常运转都需要典当、钱庄等传统金融行业给予支撑，因此，这些行业

在当地有着较为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不少徽州典当商人聚集于此，以追逐其中的商业利润。如在巢县，就有徽州典当商人在

一些重要商镇开典设铺。黟县人汪国玺，中年时被“休邑陈姓聘往巢县主持典事，克称厥职”
[49]

。再如，在遗存的徽州商业文

书中，也有徽商在巢县商镇开设典当铺的相关文书。为说明问题，将文书内容照录如下: 

时调巢县正堂加三级纪录五次王为谕知事案，据烔阳典商陈谦益以地僻易稀，所质当本不及他典之半，力不能撑，陈情收

歇，请示召顶等情到县，本县留心体察，该典开设烔镇，西接合界之长龄河，北接柘镇，东达巢城，南属焦湖，其长龄河与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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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近添数典。该典乡址甚窄，皆系乡僻村庄，质当货物尽系粗布农具。该商所禀地僻易稀，架本无多，委系实情。若遽准收歇，

又恐一时召商乏人，有妨民便。查邻境典铺有一典、半典之分，当经批饬典承，悉心查议。兹据该承禀称，查得巢境魏家坝地

方向有典铺朱允升，因易稀疲闭，随召陈肇祥接顶。开张未及数载，即据陈肇祥以地窄易微，不堪承领全典发典生息款项，禀

请减半输税等情，禀蒙前宪，议将该典原领奉发生息本银提回一半，归于同县各典，均匀摊派。以后凡有一切捐输、盘查、捐

派公事等项，悉照半典承应，稍抒商力，详奉藩宪批准，遵行有案。今陈谦益所禀情节，与陈肇祥典事同一律，可否援照办理

等情。据此，并据抄呈陈肇祥原案，前来本县查核，议禀仿照陈肇祥典调剂成案，以抒商力各情，尚属允协。除批准照议饬遵

外，合亟谕知。谕仰县境城镇典商公凝泰、陈裕丰、白义兴、鲍恒裕、孙源丰、任庆源知悉，所有烔阳典铺陈谦益原领巡江、

颜料、快丁三项生息本银，各皆提出一半，归于该商等均匀摊派，营运缴总。其以后凡有续发生息本银及一切捐派、盘查公事，

咸以六典半均派，永远遵守，以资调剂，而抒商力。仍即换具领状，同遵照缘由，禀覆备案，毋违，切切!特谕。 

道光拾年七月日谕
[50]
 

从这份官府文书中可知，在道光年间，徽州典商陈谦益在巢县烔阳镇(今作烔炀镇)开设了一家典铺，但因生意欠佳，“所质

当本不及他典之半，力不能撑”，于是向巢县官府请求歇业。对于陈谦益的歇业请求，巢县官府担心“若遽准收歇，又恐一时召

商乏人，有妨民便”，于是仿照陈肇详典成案，以“半典”方式，即将陈谦益典铺原领巡江、颜料、快丁三项生息本银，各提出

一半，分摊到该县其他典商的典铺中，以缓解陈谦益的经营压力。这份文书表明，在清代，巢县的重要商镇烔阳镇曾是徽商开

展商业活动的一个聚集点，典当行是他们在此投资经营的一个重要商业领域。 

在巢县另一商业重镇柘皋镇，则有徽州杂货布商在此贸易营生。《休宁汪姓誊契簿》中有一份康熙年间的包揽承管合约: 

立包揽承管议墨人吴隆九，今自情愿凭中包揽到汪嘉会、全五二位相公名下新创汪高茂字号在于柘皋镇市开张杂货布店一

业，计本纹银五百两整，当日凭证，是身收讫。三面议定，每年一分六厘行息，其利每年交清，不得欠少分文。其店中各项买

卖货物等务，俱在隆九一力承管，其生意立誓不赊押，其房租、客俸、店用、门差悉在本店措办无异。凡店中事务，以及赊押

并年岁丰歉盈亏等情，尽在隆九承认，与汪无涉，但每年获利盈余，尽是隆九独得，银主照议清息，不得分受。自立包揽之后，

必当尽心协力经营店务，毋得因循懈怠，有干名誉，责有所归。所有事宜，另立条规，诚恐日久弊生，开载于后。今恐无凭，

立此包揽承管议墨存照。(中略) 

康熙五十七年六月 

日立包揽承管议墨人  吴隆九(押) 

凭中证人  汪起龙 

诸位朝奉同见  程子有 

吴仲凯 

佘子衡 

汪永清依口代书人  吴学贞
[51]
 

上揭包揽承管合约文书，记录了吴隆九承揽汪嘉会、汪全五两人名下汪高茂字号杂货布店的具体要求和事项，反映了清康

熙年间徽商在柘皋镇经商的一些具体情况。其实，早在明代，就有徽商陆续来此开展贸易。因为该镇地处交通要冲，经商条件



 

 5 

优越，所以颇受徽商青睐。在明正德、万历年间，休宁人汪岩福就曾到此经商，并获得成功。据《休宁西门汪氏宗谱》记载，

汪岩福“字世美，东海其别号也。„„比长，有识度，从父兄贾市肆。„„中岁，食指颇众，公务为节约，与家人同艰苦，大

布之衣，大帛之冠，脱粟之饭，身自甘之。久之，虞弗继，乃敕家课督众子，分视部署，得巢邑橐皋之邸，遂列质受廛，贾浸

浸大起。”
[52]
为家庭生活计，汪岩福中年时选择到巢县橐皋镇(即柘皋镇)经商，做起了典当生意，凭借自己年轻时的商业历练，

加上能够吃苦，最终在经商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徽商在清代皖江流域所从事的商业贸易活动，不仅经营地域广阔，而且在当地的主要商业领域都很

活跃，有的甚至居于垄断地位，其商业势力不容小觑，这些也反映出清代徽商与皖江流域商业经济发展关系密切。 

二、徽商在皖江流域的义行善举 

徽商“贾而好儒”，素有儒商之名，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强调以“义”取“利”，“义”“利”并重。如黟县商人吴国珍，“贾

于桐城枞阳镇，为人悫直，经商垂五十载，一介不苟取，事人及自营业皆能以义为利”
[53]
。王国椿，“贾于太湖徐家桥，垂五十

年，信义素著”
[54]
。在安庆开设磁铺的婺源人詹元甲因擅长诗词，与知府陈其崧交好。后遇大祲之岁，“陈槖金二十余万，力请

采办米粮，谋再三，乃诺。既至其地，逆旅主人曰:‘此地买米，例有抽息，自数百两至千万两，息之数视金之数。今君挟巨赀，

可得数千金，此故例，无伤廉也。’元咈然曰:‘今饥鸿载途，嗷嗷待哺，予取一钱，彼即少一勺，瘠人肥己，吾不忍为。’”
[55]

詹元甲没有按照成例，为满足一己私利进行抽息，而是舍利取义，克己奉公。在儒家义利观念的深刻影响下，徽商在追逐和收

获商业利润的同时，不忘回报社会。他们广施善举，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据称:“我江南言乐善好施者必曰徽人，言多财善

贾者必曰徽人，徽人遂好施善贾名天下。”
[56]
在清代的皖江流域，徽商的义行善举亦不胜枚举。 

1．捐资兴修基础设施 

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财力所限，除城池、大型水利工程由政府主持兴修外，其他如桥梁、道路、渡口等基础设施一般多

由民间自行建造。在这些基础设施的兴修过程中，商人们常常会有所作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建设
[57]
。在皖江流域，徽商出资兴

修基础设施的情况十分常见。如婺源人江起辛，“服贾孝养，喜周利济，尝„„在澛港建渡舟，置田永济”
[58]
。来往于吴楚之地

的婺源籍商人程待诏，“性好施，尝多义举”，曾在芜湖建造义渡
[59]
。在巢县橐皋镇东三里许有座古探花桥，“岁久倾颓，一遇淫

雨，山溜遄发，接路泥沙没胫，行者病焉。邑侯马公税驾时临，心甚恫然，谋所以新之，捐俸以先众。时大歉之后，民力维艰，

新安诸商人雷成美、谢鏊、吴良采等仰体侯意，各输金助工，僦石鼎新之，竖以木楯，桥前土埂萦以石甃，近二百余丈”
[60]
。

在徽商的慷慨捐助下，这座古桥得以重换新貌。在宣城从事牙行业的章健德亦乐善好施，曾“与歙方君某合钱修治宛陵路，自

五里亭至于妙音寺，凡五里有奇”
[61]
。因为长期在外经商，徽商深知人身安全的重要性，他们通常具有较强的安全意识，对于

安全设施也会积极捐资兴修。如在滨江城市芜湖，“大江西有驿矶，石骨嶙峋，水涨落不时，行楫偶不戒，害立见”。于是，“邑

人议起台矶上，用为标识”。但因所费甚巨，只能通过劝捐来完成此项工程。听闻此事后，侨寓芜湖的徽州人吴昂说:“众擎固

易举，道谋恐难成也。”于是“白于令君张，独力建造。雍正六年十月兴工，八年三月竣事。垒石为台，上立庙，名其矶曰‘永

宁’，商舶皆利赖焉”
[62]
。这一工程为过往船只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休宁珰坑街人朱德粲也是一位义商，为人慷慨好义，广

施善举，“贾于皖，尝成潜山县石梁，造救生船于大江以拯溺，制水桶于皖城以救火灾，并置义地，施茶汤，保姜氏子，赎许氏

女，义行甚众”
[63]
。 

2．扶危济困，助赈灾民 

徽商好义乐施，扶危济困、助赈灾民也是常有之事。在灾荒年份，徽商往往不惜财力，积极助赈。如歙县许村人许仁，“贾

于芜湖”。嘉庆十九年，安徽境内发生旱灾，“饥民就芜湖索食，且酿乱。仁拟章程十条，上大府，资流民出境，事乃已”。“芜

湖有凤林、麻浦二圩，为南乡诸圩门户。道光十年，大水，仁董振事，以工代振。明年夏，水又至，复倡捐巨金以振。又议二

圩通力合作章程十六条，农民称便。”
[64]
黟县人王廷璧，乐善好施，“尝贸易东流县，值水灾，居民纷纷流移，有年老艰于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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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出三百金于城隍庙给发。越二日，金尽，适县令请赈，难民得老幼完聚，至今东流人犹称廷璧之德”
[65]
。休宁人叶天育，“贸

易庐江，适患蝗，民多乏食，育捐重资助赈，活人甚众”
[66]
。徽商积极出资助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府的赈灾压力，也有

助于安抚灾民，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有的徽商还捐资置办义冢，施棺助葬。如黟县人朱照开，“商于安庆，赈饥施棺，置义冢”
[67]
。婺源商人王启仁，幼年读书，

长大后代父经商，“足迹所经，见义必为，仁声四达”，曾“置芜湖澛港田亩，瘗暴埋枯”
[68]
。绩溪人章健德，“持身颇俭约，至

有义举，辄踊跃从事”，曾在宣城“买山一区，营义冢，瘗穷民及行旅之死无所归者”
[69]
。 

乐于助人、解人之困也是徽商的一大美德。如婺源商人方尚赐，“尝贸易池州，宿洗马，闻有妇人哀泣达旦，囚夫债迫，将

鬻以偿。其家两代单传，妇已孕数月，赐知恻然，以所买棉花数担赠之，抵还债主，悉允服，夫妇得全，赐空囊而归”
[70]

。在

方尚赐的无私帮助下，这对夫妇得以相守，避免了分钗破镜之痛。 

3．伸张正义，维护市场环境 

在具体的商业活动中，徽商往往会面临各种考验，除需要承受正常的商业竞争压力外，他们还会遭遇各种制度、人为因素

的干扰，诸如欺行霸市、官吏盘剥等等。对于这些商业陋病，徽商一般会直面以对，据理力争，不惜全力维护市场秩序、伸张

正义。如婺源商人胡之震，“薄游江湖，为木商条陈芜榷利弊，及创立澛港停泊规制，公私交赖焉”
[71]

。婺源商人查文濂，“商

于天长，县吏侵商，公举首以惩之”
[72]
。 

其实，徽商在皖江流域的义行善举远不止以上所举。如婺源人俞焕是一位实力雄厚的商人，“以赀雄吴楚间”，为人乐善好

施，“积而能散”，曾“于饶州、苏州、金陵输建会馆，于芜湖立蟂矶庙，修澛港堤”
[73]
。黟县人李肇柏曾“创业芜湖”，后“旅

和悦洲，乐输同仁局，倡设公德趸船，又助建石埭老鸦滩石桥，捐本县积谷”
[74]
。乾隆十四年，芜湖城隍庙动工兴修，徽商亦

共襄其事，“邑人与徽人合力输赀，更番董事，阅五载告竣，殿庑肖像成巨观焉”
[75]
。徽商的义行善举难以尽述。 

三、结语 

自明中叶以后，徽商走出家乡，贾于四方，经商之风炽烈，以致形成徽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
[76]
的浩荡场面。在安

徽的重要经济区--皖江流域，也聚集着大批徽州商人，他们在此从事盐、典、粮食、棉花、布匹、牙行、木材等生意，经营领

域十分广泛。以儒商闻名的徽商，在进行商业竞争、追逐利润的同时，还自觉地以儒家义利思想来规范和指导自己的商业活动，

强调“义”“利”并重、以“义”为先，在皖江流域广施善举，诸如修桥铺路、扶危济困、赈济灾民、主持正义等等。徽商促进

了清代皖江流域商业的发展与繁荣，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慈善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成为这一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创造者。 

注释： 

[1]近年来，安徽学界围绕皖江流域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对于“皖江流域”这一概念仍没有统一的定义。程必定、朱洪、汪谦干、

汪军等在相关论述中探讨过皖江地区的空间范围，基本上指安徽沿江地区。“区域”这一经常被用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学术术语，

正如西方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并不是指一个由一些关键因素如语言、宗教或大宗经济产品所构成的具有同一性和一致性的地带，

而是指由一些层次地位会发生变化的地区所组成的系统，它们是一种建立在相互依赖的交换关系上的较强的模式。一个区域，

其主要的特点并不是内部的同质性(尽管在一些次等因素如方言上会相同)，而是在功能上的差异性”(［美］林达·约翰逊主编:

《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成一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 7页)。本文所指的“皖江流域”正是基于这一原则界

定的，即基本包括了安徽沿江地区，具体而言有安庆、池州、宁国、庐州、太平、和州、滁州等府州。 

[2]张绪:《清代皖江流域商品经济发展概况》，《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张绪:《清代皖江流域市场的发展概况、



 

 7 

特点及原因分析》，《安徽史学》2009年第 5期。 

[3]查钟泰:《芜湖新修县志序》，民国《芜湖县志》卷首。 

[4]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统计课:《芜乍路沿线经济调查(安徽段)》，建设委员会调查浙江经济所，1933年，第 1页。 

[5]王廷元:《论明清时期的徽商与芜湖》，《安徽史学》1984 年第 4 期;陈恩虎:《明清时期徽商在巢湖流域的经营活动》，《安徽

史学》2010年第 4期。 

[6]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编:《京粤京湘两线安徽段芜湖市县经济调查报告书·交通篇》，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1930 年，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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